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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文艺宣传革命，以民众动员民众，是中国共产党胜利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色和优势。在历经曲折的

革命进程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党逐步认识到乡村艺人具有的独特的革命动员功能。通过对乡村艺人从身体

到思想的彻底改造，党把乡村艺人转变成为革命服务的“文艺新人”。借助“文艺新人”的文艺创演，教育了广

大乡村民众，动员起无数劳苦大众支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到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之中。乡村文艺及其“文艺

新人”的创演活动，发挥了重要的革命动员功能，如同革命号角，唤起了人民大众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热情，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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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理念，“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

的基础”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革命阶级和政党

所认同并实践。在党的革命动员历史中，特别是在根

据地和边区，党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强化乡村民众动

员的有效性。但要真正让乡村劳动群众理解新民主主

义革命，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绝非易事，关

键就在于找到乡村传统文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

交汇点。为此，中国共产党将民歌、戏剧、说书等民

间传统文艺纳入革命话语体系之中，通过对旧元素的

改造与新元素的植入，尤其是通过革命文艺新作品的

创演，使其成为联通民族民主革命与乡村民众的有效

载体，实现了民间文艺与革命思想的对接与融合。本

文拟以党对乡村艺人的改造为研究对象，探究我们党

如何认识乡村艺人的革命动员价值，如何改造乡村艺

人、形塑“文艺新人”，以及“文艺新人”如何改造传

统文艺、创造革命文艺、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历

史过程。以期通过这一过程的探究，加深对党运用传

统民间文艺助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解。 

 

一、革命的期许：乡村艺人的革命 
价值 

 

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直接影响革命进程及其成

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往往更能获得后人

的关注，而那些历史细节或助力革命成功的一些普通

群体则容易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中国乡村，活跃着一大批乡村艺人。他们的表演，

娱乐了乡村民众，形塑了乡土社会。在中国革命的历

史大潮中，他们也许并不起眼，然而他们却以其独特

的方式，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革命动员功能

和价值的认识正是从他们的文艺展演开始的。 

(一) 在旧功能中发现乡村艺人的新价值 

乡村民间文艺是乡村民众的情绪表达、情感寄托

和精神归属。民众或吟唱民谣，以表达喜怒哀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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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曲看戏，以颂扬“忠孝节义”；或舞蹈秧歌，以祈求

风调雨顺。这些民间文艺，大多自编自演，对于艰苦

乏味、单调枯燥的乡村生活而言，无疑是一副必不可

少的调味剂。李景汉曾用妙趣横生的生活话语，描绘

了他在河北定县调研时所看到的乡村社会舞、唱秧歌

的生活景象，“演唱秧歌的村庄的住户，大半借此机会

请他们外村的女亲戚，特别是姑奶奶、外孙、外孙女

等人，来村里家中住几天，款待他们。”[1](337)李景汉

对舞、唱秧歌生活图景的描摹，生动地表明了民间传

统文艺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力。但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又不止于娱乐民众，它还承载着“治国化民、惩恶扬

善”的政治与道德教化的功能，并表现为大众娱乐与

民众教化的统一，调剂生活与动员民众的统一。其实，

以传统文艺教化民众，并非是新时代的新风尚。传统

戏曲《琵琶记》开场词即一语道破了戏曲褒贬取舍的

依据：“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2](1127)即说明

文艺娱乐对民众的教化，有其久远的历史。及至民族

民主革命，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艺有其新的教化价

值，主张将传播革命思想与传统民间文艺相结合，“现

在我们的艺术工作的内容，自然是唯一的宣传抗战，

而在用旧形式比较能够深入民众的场合，我们应该使

我们的艺术工作的内容，多多通过民间的旧形式。”[3]

由此可见，传统民间文艺所表现出来的娱乐与教化的

双重功能，开始为革命者尤其是党的领导者所重视。 

然而，传统民间文艺新的革命教化功能的发挥，

仍须依赖旧的乡村艺人。一方面，旧乡村艺人是传统

文艺的创造者。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收集艺术表演题材，

从普通的民众话语中提炼表演语言，并根据自己的生

活经验创作表演内容。无论是歌颂爱情的山歌花儿，

或是反映生产活动的劳动号子，无一不是来自乡村艺

人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旧乡村艺人又是民间文艺

的表演者。他们的文艺表演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是民众情感与伦理体验、政治与道德观念的鲜活反映。

因此，实现民间文艺新的政治动员功能，关键还是要

改造和利用民间艺人。20 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曾对

民间文艺创演有过如下阐述：“民间文艺的被利用，还

是以民间艺人的被利用为其主要的契机。”[4]郭沫若的

观察，可谓抓住了民间文艺新价值利用的要领。 

(二) 对旧艺人提出革命动员的新期许 

回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党的历史文献，我们不

难从中发现当时党对乡村艺人的新期许。1941 年，许

光在总结根据地的剧院工作时，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

要“加强新旧艺人的团结，争取旧戏班”，并主张将其

作为向新方向进军的“先决条件”。[5]1944 年，毛泽东

也明确阐述了改造旧戏班，使之为革命服务的设想，

并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

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6](583)。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要求改造乡村艺人，

利用其服务革命动员的设想，开始由个人倡议上升为

党和人民政府的文艺方针政策。1946 年，华北人民政

府将一份文件中规定的乡村艺人政策，在《冀鲁豫日

报》上广而告之：“团结与改造一切民间艺人，充分发

挥他们的创作天才，利用一切民间艺术形式，充实新

的内容，鼓励创造民众喜闻乐见、活泼愉快的新形 

式。”[7]这一政策，一方面明确了党对乡村艺人“团结”

“改造”“利用”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

乡村艺人的期许：希望他们能够创造更多易于被人民

群众接受、服务革命的文艺作品。事实上，中国共产

党对乡村艺人的期许并不止于文艺作品的创作，对乡

村艺人的表演也提出了明确要求。1939 年，毛泽东在

观看秦腔《中国拳头》后，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认

为演出“简单，明了，动人”[8](106)。革命领袖的赞扬

表达了党对乡村艺人文艺作品及其演出的认可，同时

也表达了党对乡村艺人创演的期望，期望其服务于人

民、服务于革命，即凭借其文艺作品展演激发起民众

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革命意识，感召民众拥军支

前，甚至加入革命队伍。柯仲平曾明确指出了改造平

剧及平剧艺人的目的“是演给抗战革命的干部和民众

看”，“给他们服务，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民族、百姓

服务”，“也是为抗战、为革命服务”[9]。啸秋(即阮章

竞)在检讨戏剧界改造问题及解决方法时也明确指出，

乡村艺人的创作与表演(以下简称“创演”)应该“到

民众中去，与民众打成一片，一边教育民众，一边向

民众学习”[10]。这些话语虽不够完整系统，但也基本

能够表明党对乡村艺人的新期许。 

(三) 传统乡村艺人相对革命期许的巨大差距 

中国乡村艺人的创演活动，从未像这个时代那样，

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乡村艺人也从未

像这个时代那样，受到革命者的如此重视。时代赋予

中国乡村艺人新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们的现实状况，

无论是生活习性，还是文化水平、思想认识，都与革

命要求存在巨大差距，他们还无法承担传播革命思想、

教育人民、动员群众的历史使命。在与乡村艺人的接

触中，我们党也逐渐认识到旧乡村艺人所沾染的种种

生活恶习。沈冠英讲道，“旧艺人多半有恶习，吃纸烟

喝浓茶喝酒，赌博这些嗜好还不算，吸鸦片、吸白面、

打吗啡针是旧艺人中普遍现象。”[11](50)沈冠英的话并

非只是个人之见，旧乡村艺人的思想落后和不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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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来自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文献资料中也有

反映：“(旧艺人)坏处、短处当中，最大的一条是落后

思想(如保守迷信等)，坏习气和文化水平低。”[12](451)

旧乡村艺人所沾染的生活恶习，与其萎靡的精神状态

和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也必然

表现在其对作品角色的理解和评价方面。革命者田欣

就曾批评旧剧中的人物：“《山海关》的吴三桂，谁不

知道他是勾结满清，摧残革命的汉奸罪魁，可是在《山

海关》这出戏里的吴三桂倒成了净面老生。”[13]类似

这样正面宣传“摧残革命的汉奸罪魁”显然与革命倡

导的抗战救国等价值观念严重背离，因而也是党的革

命宣传与革命动员工作所不容许的。此外，在乡村艺

人中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例如在乡

村艺人之间，曾流传着“收下徒弟买下马，由我骂来

由我打”的俗语。广泛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将艺人束

缚在旧戏班、旧行会中，导致我们党团结乡村艺人、

利用传统民间文艺进行民众动员的设想难以实现。不

仅如此，乡村艺人还受到行会头目的剥削。如“必须

按时缴纳给行会一笔进奉，不然行会头子就可以不要

你在这一地区卖艺”[11](49)。因而，欲使乡村文艺服务

于党的革命宣传工作，服务于民众政治动员，必须对

乡村艺人进行革命化改造，使其在生活上戒除恶习，

强健体魄；在思想上提高认识，拥护革命；在创作表

演中“消毒”“祛邪”，去除文艺作品内含的有害成分。 

 

二、革命的“植入”：乡村艺人的革命 
改造 

 

中国的近现代革命通常把政治与社会改造和人的

改造的同步进行作为寻求民族振兴的一种尝试，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

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乡村艺人的政治动

员价值。但是，乡村艺人的思想状况，与其承担革命

动员任务的要求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

唯有通过规范约束、榜样示范等途径，将旧乡村艺人

全面改造成为革命服务的“文艺新人”，才能使乡村艺

人承担起民众动员的任务。 

(一) 日常生活的身体再造 

有学者指出，“身体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性思想是相

对应的。它们相互补充，构成了现代思想的核心。”[14](53)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革命改造也是从其健康身体

的重塑开始。回顾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旧乡村艺人革

命改造的历史，“身体话语”是首先被纳入被改造的视

野之中。通过对旧乡村艺人生活恶习的戒除，在身体

与革命的互动中，实现了对旧乡村艺人健康体魄的重

塑。清末以来，鸦片不仅改变了民族的命运，同时也

无分贵贱地进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和下层阶级，抽吸

鸦片绝非仅见于王公贵族与八旗子弟，在贫困的旧艺

人群体中也相当普遍。抽吸鸦片不仅加剧了他们的经

济贫困，同时也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党在对乡村

艺人戒除鸦片问题的处理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既突

出了戒烟的原则，又展现了戒烟方法的渐进与灵活。

这一点在襄垣剧团的禁烟工作中即有体现。党颁布了

禁烟条令，明确传达“禁抽大烟”的政策决心，并通

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使乡村剧团艺人认识到抽吸大烟

的危害：“他们因抽大烟，有的把地卖光，有的把房子

典当，有的引起家庭破裂、妻离子散。”[15](130)在此基

础上，党制定了戒烟的阶段性目标，减少艺人戒烟的

痛苦，也使得戒烟切实可行。在晋绥边区长城剧社的

艺人改造资料中就有当时艺人戒烟计划详细而具体的

记述，“在一个月内，分四周逐步减量，第一周每人每

天发五粒烟土；第二周三粒；第三周一粒，第四周停

发，加以巩固。”[16](143)还通过召开庆祝大会，给戒烟

成功的乡村艺人戴红花、吃“喜糕”进行嘉奖。其意

义不只是对成功戒烟艺人的褒奖，也是对尚在戒烟的

艺人的鼓励。对于旧乡村艺人身体的革命改造，不限

于肉体健康的重塑，还体现在服饰、发式等方面的改

变，以塑造与革命要求相适应的新生活、新形象：“滑

溜溜的时髦衣服都先后脱去了，女演员的洋式头发也

变了样，换上了白毛巾包头……。”[13]田欣的观察说

明，在身体重塑与革命规范的互动中，乡村艺人的外

在形象与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改变。然而，重塑乡

村艺人的健康身体只是对其进行革命改造的第一步，

当然也是最为显性的一步。对旧乡村艺人的改造还需

要深入其思想与灵魂深处，彻底摆脱旧社会强加给他

们的精神枷锁，使其真正成为“内外统一”、服务革命

的“文艺新人”。 

(二) 思想情感的认同构建 

在党对民间艺人的改造中，身体重塑立竿见影，

思想与灵魂革命也成绩斐然。在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体

系中，“倒苦水”是十分有效的形式之一，即通过艺人

叙述自己的苦难记忆，诠释过往的历史经验，对比当

前，形成旧社会罪恶与新生活美好的情感体验，在此

基础上，给他们指明方向，引导他们追求美好的新生

活。“他们多少年来，都不被重视，没有社会地位，装

了一肚子苦水。咱们改造他们，就可以个别的或集体

的，叫他们倒苦水。”[17](24)“倒苦水后要刨根，引导

到旧社会和地主的罪恶，刨完苦楚以后，叫他拿主意，

树立方向，今后怎么办？”[18](127)通过“倒苦水”，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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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想表现出明显转化，并体现在文艺表演中，“在

唱‘新旧社会对比’时，他笑容可掬，脸上充溢着对

新的生活的热爱；但是一唱到地主的罪恶时，他双   

眉紧锁，挽起一个沉重的疙瘩，且心也好像萎缩   

了！”[19](151)可见，“倒苦水”似乎成了忆苦思甜的情感

中介。借助“倒苦水”的政治仪式，艺人回顾了过去

的苦痛，感受了当下的幸福，从而在思想层面上植入

了革命的认同性，在内心深处树立起革命的崇高感，

构建了对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全新政治认同。 

由改善经济处境达到提高思想认识，是对乡村艺

人改造的又一路径。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地位的提高作

为乡村艺人改造的基本内容纳入乡村艺人改造体系之

中，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采取了民众性的评议

与分红办法(按工作努力的效果和表现，按工作的技

能，按学习、团结、劳动来平等标准分级给予报酬)

更鼓励了大家提高技能。”[20]党提高乡村艺人的经济

地位，不仅根据“按劳取酬”合理提高他们的经济收

入，还深入听取乡村艺人关于经济分配等方面的意见，

回应他们民主参与经济管理的诉求。曾有乡村艺人对

“干部额外津贴制度”提出异议，党组织在调查后立

即给予了回应，“经过大家讨论，废除了干部额外津贴

制度，选出了经济委员会，账目公开。”[21](85)与此同

时，解放区不断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使乡村旧

艺人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使他们对新生活有了更加

深切的感受，翻身后的乡村艺人开始用新的文艺实践

来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有一位分到了土地的年画艺

人说：“咱画了一辈子神像，还是挨饿受冻，以后要学

画人，不画那些鬼神了！”[22]有些年画艺人不仅不再

创作旧年画，还在自己的房屋内悬挂起毛主席画像。

通过这种“经济性激励”，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乡村艺人

在情感上的认同，真心实意地拥护党、支持革命。如

此，党即把长期游离于革命之外的乡村艺人纳入革命

文艺动员体系之内，对于加强民众革命动员队伍，鼓

动乡村民众参加革命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展演内容的革命规范 

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

严格的政治要求，对乡村艺人的创演表现出强大的革

命规范力量。这一革命规范力量首先体现在对乡村艺

人表演内容的政治与历史观的革命性的严格要求上。

如冀鲁豫革命区党委在其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反

徐州》对农民形象的污辱，指出应当予以“删改”。重

点强调对于“歪曲历史真相”的旧戏，如“‘曾国藩打

南京’，以及全部剧情贯穿着迷信鬼神的，都改禁止上

演。”[23](353)事实上，党对乡村艺人表演内容的革命规

范并未只停留在个别戏剧层面，而是着眼于系统化、

体系化要求，并有组织地开展工作。如李春兰在谈规

范旧艺人表演内容时指出，“准备组织旧戏审查委员

会，通盘审查旧戏，去掉戏剧里封建反动、迷信、堕

落、腐化、色情的部分，拉一个戏单，由行署命令公

布，开放旧戏，又必须按戏单唱。”[24]这一规范推动

了乡村艺人的表演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提升。惩戒违

规者是革命规范的另一维度。左权盲人宣传队有一位

马姓艺人，曾用算卦骗人、骗钱，被其他同志发现后，

盲宣队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让他坦白认错，保证以

后永不再犯。并把他算卦挣的钱没收。……留这一   

百元是看你太苦，可不是奖励你！以后再犯加倍   

罚！”[25](148)这一权力规范，使乡村旧艺人深切体会到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之外的革命权威，在心理上形成

了对行为底线的自我警觉。乡村艺人表演中蕴含的某

些旧元素，必须以革命的要求予以规范，并以文艺新

人创作与表演的、与革命相适应的、民众喜闻乐见的

新文艺取而代之。 

(四) 楷模形象的榜样示范 

革命楷模的形象塑造是中国革命动员的又一维度

和基本方式。在乡村艺人的革命改造中，革命艺人的

楷模榜样既是文艺新人的理想形象，也代表了革命者

对艺人改造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标杆，是启发乡村艺人

革命思想的重要载体。在改造陕北艺人时，林山讲述

了动员说书艺人韩起祥的经过，“把韩起祥作为一个典

型，经常和他联系，派人跟他下乡，给他念通俗书报，

讲故事，讲解革命道理，提高他的思想，帮助他编新

书，记录、整理、发表和出版他的作品。”[26]经过革

命改造的乡村艺人，不再是村头田边表演娱乐的传统

“戏子”，而是被赋予了革命使命的全新角色——“文

艺新人”，成为革命政权向根据地和解放区民众进行革

命鼓动的艺术尖兵。如坠子戏艺人沈冠英不仅由演唱

《剿共歌》的乡村旧艺人，转化为编写革命新坠子《大

战杨湖》、宣传革命的文艺新人，甚至还入了党，成为

革命文艺动员的重要骨干。“濮阳联合办事处成立了鸭

绿江剧社，社员四五十个人，沈冠英担任队副。对社

会的生活，对演剧工作，他都十分尽心。还领着剧团，

到各乡村演唱，推动农村剧团，唤起民众参加抗战工

作。”[27](117)转变如此彻底的艺人并非个案，其中许多

优秀者都被作为革命文艺楷模大力宣传，成为艺人学

习的榜样。如“练子嘴英雄”拓开科、移民歌手李增

正、劳动诗人孙万福、传统民歌艺人李卜等，都被《解

放日报》等官方媒体广泛宣传报道，有些人甚至还受

到革命领袖的接见、赞扬，成为根据地与解放区闪亮

的“明星”。凭借“革命文艺楷模”的大力宣传和形象

树立，帮助更多乡村旧艺人消除了革命改造的心理阻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4 期 

 

132

 

力，逐渐同情、支持直至参加革命。 

 

三、革命的号角：乡村艺人的创演 
动员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改造，一方面，通过对

艺人从健康体魄、到情感认同、榜样学习再到革命行

动的重塑，实现了从旧乡村艺人到“文艺新人”的人

之再造；另一方面，借助“文艺新人”的革命文艺创

作与乡村文艺展演，如同吹响了革命号角，唤醒了乡

村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将游离于革命之外的

乡村民众，纳入革命、生产与抗战之中，为党领导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 

(一) “文艺新人”的诞生 

随着身体、情感以及偶像崇拜的变化，乡村艺人

的形象认同与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新旧嬗变。这种新旧

变化首先表现为乡村艺人对旧形象、旧身份的自我否

定与新形象、新身份的自我认同。从活跃于太行山地

区的旧戏班“富乐意”的变化，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

乡村艺人形象与身份变迁的生动图景。随着旧戏班改

造为新剧团，“旧戏子”变成了“文艺新人”：“我们已

不是过去那种混饭吃的、为娱乐而娱乐的‘戏子’，而

是已经成为新社会里为人民服务的宣传战士。”[28]可

见，“文艺新人”对自己的新形象、新身份高度认同，

且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乡村艺人对“文艺新人”称谓

的欣然接受，对于艺人自己来说，不只是称呼上的改

变，而且是标志着一种新形象、新身份、新使命。他

们已明确意识到自己新的角色定位是“为人民服务的

宣传战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是民众革

命动员的自觉鼓动者。乡村艺人的新变化，还表现为

民众对艺人新形象与新身份的肯定。如一位为剧团提

供住宿的村民，在谈到乡村艺人的新旧变化时，发出

了如下感叹：“这剧团可跟从前不一样了，人家打扫房

子，又打扫院子。临走还问问家里借东西还了没有，

看看短了啥！”[29](88)看来，乡村艺人改变的不只是形

象与身份，更是思想和觉悟。一些“文艺新人”不仅

有自我改造的觉悟，而且还有改造他人的自觉。陕西

眉鄂艺人代表李卜在出席边区文教大会时就明确表

示，“我要改造自己，也还要改造别人呢！”他还向文

教大会提出建议，“旧戏子难于改造，旧戏子在陕北还

有很多，边区外边就更多了，主要是我们的教育，先

是把这些人的脑子弄明白。”[30]此时，我们看到的已

不再是一个旧乡村艺人，而是一个自觉的“革命的民

众艺术家”。李卜只是千千万万个乡村艺人的典型代

表。通过党的改造，无数乡村艺人从“旧艺人”转化

为“文艺新人”，成为我们党乡村民众革命动员可以依

赖的重要力量。乡村艺人形象与身份认同的新变化必

然反映到创作与表演上，带来创作立场的转变。 

(二) 创作立场的转变 

乡村艺人的身份转变，使其创演面向的主题也发

生转变。乡村艺人抛弃了“演戏就是为了赚钱，管他

为谁服务”[31](101)的旧思想，逐渐理解了“我们的文艺

是为什么人的”的问题，实现了演出面向的新转变。

经过改造，乡村艺人开始从民众立场出发，检讨演出

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们每次演出后，都会征求民众

意见，开自我检讨会，检讨演出效果，询问每个脚角

是否尽了自己的力量，和民众关系好坏”，[29]将人民

是否满意作为衡量自身表演的标准，说明了乡村艺人

创作表演立场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乡村艺人还以民众

身边“真人真故事”为素材，塑造了许多民众“热爱

的人物、憎恨的人物”，获得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同。

看了演出后，民众异常兴奋，“过去唱的那一朝一帝，

现在演的是眼前的真人真事，话也好懂，事也好懂，

这才是咱自己的剧团，演咱们自己的事呢！”[32](83)民

众对乡村艺人表演的高度认同，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

明了其创作立场的转变，解决了“我们的文艺为了什

么人”的政治大方向问题。 

要做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一定程度

上必须依赖乡村艺人的创作与表演。改造以后，乡村

艺人抛弃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创作主题，开始围

绕翻身、抗战、生产等现实革命需要，开展文艺新作

品的创作活动。这从根据地乡村艺人的话语与创演，

或可窥见一斑。说书“英雄”韩起祥创作了新书《防

旱备荒》，根据韩起祥的自述可知，这一作品的创作与

当时蓬勃开展的生产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韩起

祥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说旧书，去年自编新书到乡

间，为的是帮助革命做宣传……。”[33]创演面向的转

变不仅体现在被党组织树为“英雄”的典型艺人的创

演上，其实，创演服务革命、服务人民的新文艺已是

绝大多数乡村艺人的共识。一批完成了训练班学习的

艺人，在即将回到舞台时的表态，就印证了乡村艺人

的这种创演方向的转变，“再回到乡村去演唱，那些封

建、淫荡、荒唐、腐败的说唱内容都换成土地改革、

自卫战争、生产节约的新内容了……。”[34]鼓书艺人

刘金堂的话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乡村艺人以文艺创演

服务革命生产的热潮：“如开展冬学运动，他们编唱《劝

妈上冬学》。反对阎锡山时，唱《王老汉拼命》。参军

时就唱《参军》，还有《顽占区人民》。”[35](117)乡村艺

人创作立场的转变是乡村艺人新的身份认同的自然结

果，也为新的文艺作品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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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革命文艺的创作 

革命文艺的创作首先是从利用旧形式开始的，因

为“传统中还有着合理的部分和客观存在的可接受 

性”[36](389)。已经接受了革命思想的乡村艺人，利用其

对旧的民间艺术形式的娴熟掌握，通过“旧瓶装新酒”

的方式，在旧形式中植入新内容，使其与党的革命思

想相结合，与战时中心任务相一致。在边区文教会对

南仓社火艺人刘志仁介绍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乡

村艺人是如何做到“旧瓶装新酒”的，“在耍故事方面，

他不满足于耍旧的故事，四〇年初，看到新宁完小演

《中国魂》《五里坡》，就用当地故事摆了当中的一段，

后来将《反徐州》也用马故事摆了一段。”当地民众在

看了演出之后，发出感叹：“南仓是扎日鬼的？故事也

能摆新的，真是能出了能人啦。”[37]不仅是“耍故事”，

乡村艺人对旧形式的利用还表现为对传统民歌的改

造。民间歌手汪庭有以传统民歌《绣荷包》的曲调为

蓝本，重新填词，将其改编为革命民歌《十绣金匾》。

经过改编，新歌祛除了原曲缠绵悱恻、倾诉悲苦的情

绪，融入了歌颂领袖、热爱生活的革命情感。艾青曾

动情地说：“从汪庭有的这个《十绣金匾》歌里，我们

可以看出来劳动人民对于革命领袖、革命政权、革命

部队、革命根据地最纯真的爱，和对劳动生产的热 

情。”[38]经过乡村艺人的改编，不合时宜的封建观念

与反动思想被驱除，旧故事被换成新题材，抗战、生

产、革命等成为新的叙事主题，真正实现了“文艺为

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要求。 

事实上，鼓励乡村艺人对旧文艺形式和旧文艺作

品进行改造，只是基于旧文艺“叙事”的主题替换，

还不是彻底的革命性改造，还没有实现真正的革命文

艺新创造。从革命的新要求出发，新编具有革命价值

观的新艺术，才是新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与实现革

命文艺创造的新方向。正如李军全所说，“在中共看来，

改造旧剧只是一个替换价值主题的过程，编演新剧则

是对旧剧历史观的一种抛弃和革命历史观的一种建

构。”[39]1942 年，太行人民剧团在刘伯承五十寿诞庆

祝会上表演了《劝荣花》《换脑筋》等新编现实剧，1944

年又改编创作了新剧《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

此外还创作演出了《送夫上前线》《三更放哨》《生产

计划》等新剧。该剧团在创作新剧、表演新剧上取得

的成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和热烈赞许，

剧团成员韩德山因扮演《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

被群众誉为“活有才”。为此，彭德怀题词“抗日农村

剧团的模范”，薄一波也给剧团赠送了“农村剧团的旗

帜”的奖旗。王聪文领导的太南胜利剧团也是积极吸

收改造旧艺人、编演新剧目的楷模，尤其是在上党艺

人段二淼加入剧团后，更是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影

响深远的革命新剧，如《看护所》《大战神头岭》《白

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较之旧剧的改编，新剧创

作无疑是更为彻底的文艺改造。大量革命文艺作品的

创作与展演，不仅给文艺动员积累了新素材，也给传

统乡村社会带来了可以预见的革命文化冲击。 

(四) 革命乡村的构建 

“文艺新人”们或借助旧形式融入新内容，或是

直接跳出旧框框创作新作品，均致力于营造一种全民

革命、全员生产的热烈氛围。而这种热烈的革命气氛

一定会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强化民众对革命的认同

与支持，调动民众拥护革命、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主

动性、自觉性，在乡村社会构建起生机勃勃的革命地

理空间。乡村艺人的创作与表演在乡村民众动员中主

要发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改造了民众思

想，实现了民众的革命认同。正如《文艺杂志》评论

的那样，新艺人的革命创演改造了一批人：“在演出后，

曾经感动了二流子李壮，后来他转变的很好……附近

各村都知道他们会演二流子转变，都来要求去

演……。”[40]至此，新艺人的革命创演就不再只是一

种娱乐，除了革命动员的新功能之外，还成为对乡村

民众进行革命改造的有效载体。其中，道蓬菴农村剧

团动员回乡战士归队的故事，可为此提供又一证明：

“到战士家里，请战士出来与他们一起享受民众的慰

劳。在吃饭中他们鼓励战士归队。终于在几天以后，

这位战士因感动而回队伍上去了，临走时战士说‘不

打败反动军我不回来！’”[40]无论是“二流子”被感动

变好，还是回乡战士被劝说归队，他们的思想转变都

与乡村艺人的文艺展演有着直接关系。“文艺新人”通

过文艺演出活动，以发生在民众身边的故事的展演，

帮助民众对人民革命的理解，并在其内心深处形成“革

命光荣，懒惰可耻”的价值判断，进而认同、支持、

参加革命和生产。其二，乡村艺人围绕革命中心工作

开展创作与表演，服务于抗战、生产等现实任务。由

襄垣农村剧团创作的《劝荣花》就是抗战后期流传较

广的现实题材剧，剧中讲述了妇女主任动员妇女荣花

参加生产劳动、维护家庭和睦的故事。阳城固隆农村

剧团也在当地表演了这一作品，演员李翠仙曾在该剧

中出演妇女主任的角色。在参演该剧后，她本人就深

受教育，改掉了爱和丈夫吵闹、不喜欢参加劳动的毛

病，主动下地干活、回家纺线织布，后来被太岳行署

授予“模范演员”荣誉称号。她深有感触地说：“咱自

家都不行，怎能去劝人？荣花能改过，咱为啥不能改

过？”[41]发生在演员李翠仙身上的故事表明，乡村艺

人通过新剧演出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同时，也在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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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教育，进一步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

自己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进而更为自觉地做好革

命宣传鼓动工作。 

动员乡村民众拥军也是党的民众动员的基本任务

之一，乡村艺人编演的新剧即包含反映这一工作的内

容；同时，他们的新剧展演也教育了乡村群众，使根

据地到处都是“拥军村”，推动了拥军工作在乡村的开

展。如，乡村艺人创作排演了拥军题材剧《招待所》。

此剧演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连看庙的僧人刘心玉

观看该剧后都激动地说：“咱从前烧香，把命都烧了，

现在八路军又救咱的命，拥军可比烧香好得太多  

了！”[42](79)僧人刘心玉的思想转变更加说明了乡村艺

人编演新剧对民众思想的重要影响。不仅是新戏剧，

说书艺人韩起祥说的新书，也在乡村的拥军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如“杨家窑子有一个姓刘的农民，听

了韩起祥说到的四虎的故事，很受感动，马上叫他的

老婆做了一双鞋子，送到前线给刘四虎。”[26]这些事

例都是很好的说明。 

综上，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改造是党依据自

身政治传播和革命动员需要、形塑乡村艺人体魄与思

想观念的过程，也是乡村艺人适应革命发展、平衡传

统艺术形式与革命新内容、新精神的过程，更是文艺

新人创建革命文艺、民众革命动员的过程。在乡村艺

人改造的政治实践中，通过身体重塑、情感认同、展

演规范、榜样示范等，实现了乡村艺人政治立场的根

本性转变。随着改造的深入，民间艺人主动突破旧思

想的束缚，或改造传统民间文艺，或创造新的文艺作

品，“以文载道”，将革命思想融入其中，使传统民间

文化服从并服务于革命宣传与政治动员，实现了传统

文化与革命动员的有机结合。经过对乡村艺人的改造，

革命意识形态强力介入乡村艺人的创演活动，并以民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其日常生活之中，达到了艺术

性与人民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潜移默化地实现了

对乡村民众的政治教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中国文

艺作品审美中，艺术性、革命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直

得以强调，并在强调中不断升华，追根溯源，20 世   

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党领导下的基于民

众动员的民间文艺改造运动的深远历史影响不可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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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reading revolution and mobilizing people through literature and arts i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successfully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zigzag process of 

revolution, especially in Anti-Japanese War, the Party gradually came to realize that folk artists have unique function in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By remolding folk artists completely both physically and ideologically, the Party creatively 

transformed the folk artists to "new literary and artistic people" for revolutionary service. And by means of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new literary and artistic figures", the Party succeeded in educating extensive rural people, mobilizing 

numerous suffering masses who turned to support, favor and even take an direct part in the national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 Rural arts and the artists' creations and performances extended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which, like a revolutionary horn, invoked the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and pass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hence making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success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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